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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是中国沿海港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一国两制”的特殊国情，该地的港口呈现与我国其他地区不同的功能演化

特征。在中国省级港口整合背景下，笔者利用全球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提供的船舶轨迹数据，分析了 2017—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在国际和区域

航运网络中的船舶流动变化，包括单个港口的船舶靠泊频率、国际航线类型，以及区域港口之间船舶流动方向的变化；并利用 2000—2020 年粤港

澳大湾区腹地城市的海事企业数据，分析了海事企业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基于以上分析结果，笔者进一步考察大湾区港口功能分化与

企业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香港港与深圳港的市场空间存在较大重叠，二者主要服务于东亚—东南亚、跨太平洋和亚洲—欧洲航

线，自 2020 年起均呈现出口贸易倾向，深圳港已成为连接区域其他港口最多的枢纽；广州港主要处理内贸货物，其外贸货物主要出口到发展中国

家。此外，海事企业在过去 20 年逐渐由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迁移，其中深圳和广州的企业数量增加较快，反映出内陆港口功能的提升带动了相关

行业的企业集聚。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理解港口整合背景下的港口体系格局和产业演化动态提供实践基础。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ort clust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coastal port system, where the ports show unique 
function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due to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ith the trend of regional port integration across many China’s provinc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unctions and relative positions of port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hipping network 
from 2017 to 2022, using ship trajectory data provided by the global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including the frequency of port calls at individual 
ports, types of international shipping routes, and changes in the direction of ship flow between regional ports. In addition, combining maritime enterprises 
data in the hinterland cities of the area from 2000 to 2020,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maritime 
industries and their changing patterns, and finally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or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dustri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a substantial overlap in the market area between the ports of Hong Kong and Shenzhen, both primarily catering to the East-
Southeast Asia, Trans-Pacific, and Asia-Europe routes, and both exhibiting a propensity for export activity since 2020. Shenzhen Port has emerged as the leading 
centre in connecting regional ports. Guangzhou Port mainly serves the transportation of domestic trade goods, with its foreign trade cargo predominantly 
exported to developing nation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maritime enterprises in the region have progressively shifted from coastal to inland cities, with 
Shenzhen and Guangzhou witnessing the most rapid increase in enterprise numbers, indicative of enterprise clustering propelled by the enhancement of inland 
port operations. The findings will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port system structure and industry ev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rt reg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关键词： 港口整合；港口体系；港口功能分化；产业集聚；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Keywords: �Port Integration; Port System; Port Function Differentiation; Industry Clustering;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22VHQ009）

文章编号：1673-9493（2025）04-0020-10 中图分类号：TU984.3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25.122



21 2025 Vol.40, No.4国际城市规划

李璐  王缉宪  杨冬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体系格局和海事企业分布的时空演化分析（2017—2022 年）

引言

许多港口地理理论表明，港口体系在空间上呈现先集中

后分散的演化趋势，如伯德（Bird）的港口通用模型 [1]、巴

克（Barke）的港口生命周期模型 [2]、诺特布姆（Notteboom）

的港口产业功能发展三阶段理论 [3]，以及哈尤特（Hayut）的

集装箱港口演化五阶段模型 [4]。集中化指港口发展初期，由

于区位优势促进贸易和工业向港口集聚，在当地形成龙头港，

从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分散化指港口功能从龙头港向临近

的多个港口迁移。这是由于随着临港产业集聚，港口的货物

进出产生交通拥堵和污染等问题，而随着城市交通系统的完

善，内陆运输成本降低，一些货源被分流到远离市中心的港

口，形成“港口群”或“多门户港地区”[5-7]。但这个迁移过

程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如多个临近港口腹地重叠、港口业务

类型同质化，进而引发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

我国沿海集装箱港口体系在 2000 年以前呈集中化发展
趋势，形成了香港港和上海港等龙头港，之后则逐渐分散化，

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东南沿海、珠三角和西南沿海五大

港口群 [8-9]。2004—2015 年间，港口管理体制主要采取“一城

一港”与“一港一政”模式，意味着每个港口主要服务于临

近城市。随着港口需求的增长放缓以及港口数量的快速增加，

部分多门户港口地区出现了港口产能过剩的问题 [10]。自 2015
年起，我国开始探索区域港口一体化改革，旨在统筹省内彼

此独立的港口，形成“一省一港”的新格局。截至 2023 年，

已有 17 个省份建立了省级港口集团 [11]。然而，粤港澳大湾

区（下称“大湾区”）的区域港口一体化改革尚未完成。由于

大湾区涉及三个关税区，两种法律制度、货币体制和金融系

统，港口企业的整合面临困难。相较于环渤海和长三角等地

区，大湾区的港口发展路径独特，单个港口在区域港口体系

的地位不断变动，因此大湾区港口功能的分化特征值得研究。

随着港口分工、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间交通设施的持续

发展，不同港口城市吸引来的海上运输、代理和船舶修造等

企业也展现出差异化的集聚特征。以大湾区为例，早期香港

作为区域内最发达的港口，承担港口装卸和转运、货物进出

口、腹地运输、金融和保险等综合业务，而近些年香港将传

统的港口和物流功能外迁至深圳和东莞等城市，主要发展航

运金融、保险和船舶管理等高价值服务业；深圳主要服务于

国际贸易货物运输，吸收了许多国际航运与物流企业；广州

离腹地、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更近，且有丰富的内河水系和

道路系统支撑铁水、公水联运，因此集中了劳动密集型的造

船业和货运代理业务。尽管港口区域化发展阶段伴随着港口

与城市空间的分离，但得益于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

善，如深港铁路、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重大交通项目的

建设，大湾区内人员和货物流动变得更加便捷。完善的交通

网络使各城市能够大力发展本地特色产业，进一步推动了各

个城市功能错位发展。由此可见，从事港口相关产业的企业

的空间分布和港口功能分化是相互影响的。

从港口体系出发，本文的首要目标是研究区域尺度下大

湾区港口功能的演化特征。笔者通过 2017—2022 年全球船
舶自动识别系统（AIS: Automatic Information System）提供的

船舶经纬度、航速和航向等实时位置数据，重建了船舶的移

动轨迹，并根据船舶轨迹的方向和聚集情况，分析大湾区港

口的主要出入航线。通过对比港口主要航线的类型、货物的

流量和流向，研判区域尺度下港口的功能差异。同时结合区

位与交通条件、制度与政策、海事企业的集聚特征来探讨港

城关系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1  文献综述

港口与城市的发展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

许多国外学者提出了港城关系的演化理论，普遍指出港口与

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经济和地理上的逐步分离趋势。

例如：霍伊尔（Hoyle）提出了港城功能和空间界面的五阶

段演化模型 [12] ；诺克利夫等（Norcliffe et al.）将港城关系划

分为共生、无港口的地区和无地区的港口三个阶段 [13]。不同

学者针对不同案例的实证分析总结了各自的规律和模式，但

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共识。

国内学者也以国内外典型港口城市为例提出港城关系演

化的理论。王世福等 [14-15] 指出港口城市与海洋城市的主要区

别在于：港口虽是海洋城市的重要特征但非必备条件。即强

调海洋城市的核心在于形成涵盖航运、渔业、旅游、通信等

多元产业的“海洋事业集群”，并从本地、区域、全球三个

空间尺度探讨 9 种港城关系类型。许继琴提出了港城关系的

四阶段模型，包括初始、相互联系、聚集和城市自增长效应

阶段 [16]。梁双波等主要从集疏运系统和港航产业的建设程度

来定义港城关联发展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起步雏形、成长

壮大、成熟扩展和融合衰退 [5]。王缉宪将港城关系划分为四

种模式：渐变模式、大港适距起步模式、空间跳跃模式和双

港并存模式 [7]。郭建科和韩增林提出四阶段演化理论，包括

港城共生、港城集聚、港口外迁与城市裂变，以及港城双向

网络，并以大连港作为实证案例验证了理论框架；总结现代

全球产业的“链式集聚与分工”使海港城市成为全球产业转

移的首选地，且物流业通过整合综合供应链服务，能够推动

港口城市的产业更替和空间再造 [6]。在方法层面，港城关系

的研究呈现出理论与实践、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元研究体

系。一些学者通过对国外的荷兰三角洲 [17]、汉堡和安特卫普

港 [18]，以及国内的连云港 [19]、大连港 [20]、日照港 [21] 和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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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5] 等个体案例的分析，探讨港城空间结构、产业推动城市

空间再造和港城关系生命周期模式。一些学者基于港口生产

指标（如集装箱吞吐量或者船舶流量数据）来判断港口在区

域内的功能定位 [22-24]，或者结合经济统计数据构建港城协调

度的综合评价体系，探索港城关系的影响因素 [25-28]。吴旗韬

等总结了影响港口体系的演化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如船舶

大型化）、区位因素（腹地城市需求和交通网络）、航运市场

结构（港口与航运联盟）以及政策和政治因素 [25]。陈再齐和

姚华松认为古代广州“港—城空间关系”的演化主要受到自

然环境变迁、航运技术变革、交通商贸变化和政治军事考量

等因素影响 [26]。殷翔宇等以我国沿海 12 个港口为例，构建

了协同度模型来识别港城关系的演化特征，发现深圳港和广

州港是城市驱动型港口，其发展与产业结构和城市货运量密

切相关 [27]。郭建科与喻铄琪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沿海港口

物流市场规模、对外贸易环境、物流人力资源、港口基础设

施、产业结构、信息化水平以及港口物流企业总部规模对港

口物流网络连接度的影响 [28]。

前期研究表明，港城关系的演化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

且受到区位条件、政策制度和相关产业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共

同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个案分析，聚焦政策和区

位因素对港口体系格局及港城关系的单向影响，缺乏对港口

功能分化与港城关系动态演变之间内在关联的系统性探讨。

特别是从产业集聚视角出发，深入分析港口功能分化如何驱

动港城关系变化的研究仍较为匮乏 [29]。尽管近年来的研究开

始关注交通网络和相关产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对港城关系演化

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对内在机制的

实证检验和高质量数据的支撑 [14]。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港口为研究对象，基于高频船舶轨迹数据

精准识别港口功能分化特征，利用多门类海事企业的空间位

置数据，结合产业集聚、交通网络等多维度因素，系统探讨

港口功能分化与港城关系变化之间的关联机制，为理解港城

关系的复杂演化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论支持。

2  研究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涵盖广东省 9 个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
特别行政区。2023 年该区域的总人口超过了 8 700 万，地区

生产总值超过 14 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的 10%，成为全

球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之一 [30]。

大湾区位于中国南部，扼守跨太平洋、跨印度洋和亚欧

航线，有香港、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江门、中

山、澳门 9 个沿海港口和佛山、肇庆 2 个内河港口（图 1）。
2017 年，广东省政府、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签

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提出

以香港港、广州港和深圳港为核心，以珠海港、东莞港等周

围港口为支撑，建设错位发展、合作共赢的粤港澳大湾区世

界级港口群 [31]。考虑到港口发展情况，本文选取吞吐量最大

的香港港、深圳港和广州港为研究对象，探究港口体系格局

的演化特征。

注： 作者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 GS(2016)2893 号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 1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及主要港口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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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与方法

港口功能的转型和升级会影响从事相关产业的企业的空

间集聚，推动城市产业结构更新。因此，识别不同时期的港

口功能是研究港城关系的前提。本文基于 2017—2022 年间
大湾区的船舶轨迹数据，计算主要港口的船舶流量和流向，

以判断不同港口的功能倾向。

船舶数据来源于全球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该系统提供

船舶的唯一识别码，大约每 10 秒传送船舶的经纬度、航向、

速度、航行状态等信息。本文首先筛选出研究期间靠泊大湾

区主要港口的集装箱船舶轨迹信息，然后在去除经纬度和航

速的异常值后，统计各个港口每年进港和出港方向上的船舶

靠港次数，构建港口功能指标。

港口活动依赖物流、水上运输、货运代理等海事行业的

支撑。因此，笔者基于 2000—2020 年间广东省和香港注册
的海事企业空间分布演化特征，探讨不同海事行业的企业集

聚对港口功能分化的影响。

企业数据来源于企查查网站，该平台提供中国工商企业

的登记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成立日期、注册资本、经营范围、

所属行业和公司地址等。本文首先通过“船”“海事”“集装

箱”等关键词检索广东省和香港的海事企业信息。鉴于学术

界和业界尚未建立海事行业的统一分类标准，本文参考蒋淑

华等 [32]的研究，依据企业经营范围中的关键词进行行业分类。

例如：包含“港口”或“码头装卸、堆存、仓储”等关键词

的企业被归类为港口设施业；包含“水上运输”关键词的企

业则被划分为海上运输业。本文将重点研究五大海事基础行

业：港口设施、海上运输、船舶代理、国际货运代理和修造船。

为确保样本的有效性，仅纳入经营状态为在营或存续、且注

册资本总额不为零的企业。

4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功能演化特征

4.1  港口对外联系水平
港口对外联系水平可以通过港口服务的主要国际航线以

及每条航线的年度船舶靠泊次数表征。国际航线可以根据船

队运力的大小分为 5 个等级：等级 I 对应亚洲—欧洲航线，

等级 II 包括跨太平洋、亚洲—地中海和亚洲—中东航线，等

级 III 对应跨大西洋航线，等级 IV 涵盖亚洲内部、东亚—东

南亚航线，等级 V 包括其他沿海航线或支线。港口服务的国

际航线等级越高，表明航线运力越大，连接的市场需求越多，

因而港口的对外联系水平越强。此外，年度船舶靠泊次数能

够反映港口与全球其他港口之间的连接频率，样本港与其他

港口之间的连接越频繁，联系水平越高。本节分别统计香港

港、深圳港和广州港在 2017—2022 年主要航线上的年度船
舶靠港次数，详见图 2—图 4。

图 2显示，香港港主要服务等级 IV的东亚—东南亚航线，

年均靠泊次数为 5 229 次，其次是等级 I 的跨太平洋和亚洲—

欧洲航线，年均靠泊次数分别为 1 501 次和 388 次①。香港

港与东亚内部、印度、中东和非洲地区的连接水平相对较低。

近年来香港港在东亚—东南亚、跨太平洋和东亚—印度航线

上的船舶靠泊次数呈上升趋势，其他航线则有所下降，这表

明香港港主要联系区域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该结果与王琪

等的发现一致 [23]。

图 3 显示，深圳港服务的主要航线与香港港高度相似，

其中年度靠泊频次最高的是东亚—东南亚航线，年均靠泊次

数为 2 503 次，但明显低于香港港。其次是跨太平洋和亚洲—

欧洲航线，年均靠泊次数分别为 1 883 次和 1 246 次，略高

于香港港。深圳港在其他航线上的联通水平较低。值得注意

的是，2019—2022 年，深圳港在所有航线的靠泊频次显著

① 船舶靠泊次数并不直接反映港口的吞吐量，如远洋航线的船舶尺寸较大，运输同等数量的货物所需的船舶数量相对较少。

图 2  香港港 2017—2022 年主要航线年度船舶靠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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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可能是由于疫情期间的隔离管控措施导致港口功能的

停滞。

图 4 显示，广州港主要服务于等级 IV 的东亚内部航线

和东亚—东南亚航线，年均靠泊频次分别为 1 814 次和 900
次，且近年来呈稳步上升趋势，与香港港和深圳港形成对比。

广州港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联系水平较低，亚洲—欧洲和跨

太平洋航线的年均靠泊次数仅为 209 次和 236 次，说明广州

港的市场定位侧重发展中国家，与其他两个港口有明显区别。

贸易结构的变化是影响大湾区港口对外联系的主要原因

之一。对比图 2—图 4，香港港和深圳港年度船舶靠泊频次

高于广州港，且在亚洲—欧洲和跨太平洋航线的联系水平更

高，说明这两个港口是大湾区对外连接的主要枢纽。对比 7
条主要航线，3 个港口均在东亚—东南亚市场保持较高的联

系水平，说明大湾区 3 个港口同东亚市场贸易联系逐渐加强。

有研究表明，2001 年以来东亚国家粤港澳贸易格局中占据
主导地位，东南亚在 2013 年超过北美成为该地第二大贸易
伙伴 [33]。此外，三地贸易空间存在较大重叠，港口竞争不断

凸显，这一发现与宋周莺等结论一致 [33]，即粤港两地主要进

口和出口货物来源地均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容易加

剧港口货源竞争。

4.2  港口贸易服务倾向
本节通过统计各港口的进港和出港船舶数量，构建两

个指标，以评估港口对国际和国内贸易的服务倾向。第 1 个
指标表示从国外港口出发后直接挂靠样本港的船舶总数与从

国内港口出发后直接挂靠样本港的船舶总数的比值（Ratio 

of Foreign-originating Vessels to Domestic-originating Vessels，简

称 FDO）。如果 FDO ＞ 1，则表明该港口的进口货量高于出
口货量。第 2 个指标表示从样本港出发直接挂靠外国港口的
船舶总数与直接挂靠内地港口的船舶总数的比值（Ratio of 

Foreign-destined Ships to Domestic-destined Ships，简称 FDD）。

若 FDD ＞ 1，说明该港口出口到国外的货量高于进口到国

内的货量。表 1 展示了不同 FDO 和 FDD 值对应的港口贸易

倾向的判断依据。

图 3  深圳港 2017—2022 年主要航线年度船舶靠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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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广州港 2017—2022 年主要航线年度船舶靠港次数

7 000

6 000

5 000

4 000

3 000

2 000

1 000

0

年
度
船
舶
靠
港
次
数

亚洲—欧洲 跨太平洋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东亚—东南亚 东亚内部 东亚—印度 东亚—中东 东亚—非洲



25 2025 Vol.40, No.4国际城市规划

李璐  王缉宪  杨冬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体系格局和海事企业分布的时空演化分析（2017—2022 年）

图 5 显示，香港港 2017—2022 年 FDD 值恒高于 1，表

明从香港出发的船舶大多数直接挂靠外国港口而非内地港

口。FDO 值在 2017 年为 0.73，于次年上升至 0.93 并维持在
接近 1 的水平。参考表 1，说明香港港主要服务于本地和内

陆城市的出口贸易。

图 6 显示，深圳港的 FDD 值在 2017—2022 年间维持在
1 的水平，2020 年后稳步上升，说明自深圳港出发的船舶大

多挂靠外国港口。FDO 值在研究期间始终低于 1，说明深圳
港主要服务于国内出发而非外国出发的船舶。深圳港在 2020
年前以内贸运输为主，2020 年后变成出口导向。深圳港作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逐渐成为外贸枢纽港。由于外贸集

装箱价格高于内贸集装箱，同时深圳的劳动力成本较高，内

贸航线并不适合其发展，因此港口主要以外贸为主 [23]。但是，

深圳的贸易空间和贸易服务倾向均与香港港高度相似，两港

的货运服务同质化，竞争激烈。

图 7 显示，广州港 2017—2022 年间的 FDO 和 FDD 均

低于 1 且无明显波动，表明广州主要服务于内贸市场，港口

功能同香港港和深圳港形成互补。

4.3  区域内港口间联系水平
本节通过定量分析大湾区港口间的船舶流量来判断区

域内主要的转运港。图 8 展示了 2022 年香港港、深圳港

和广州港之间的总航次。深圳港位于香港港与广州港之间，

承担了区域内最多的船舶流量。具体而言，香港—深圳的

航次最多，达到 2 574 次，其次是广州—深圳（1 322 次）

和深圳—香港（1 164 次）。深圳—广州的航次仅有 522 次。

相比之下，香港港与广州港之间的航次较少，两个方向的

航次均低于 600 次。分析结果显示，深圳港已成为区域内

连接其他港口的枢纽；香港港的进口货物主要流向深圳港，

较少流向广州港；广州港的出口货物大多通过深圳港运出，

而非香港港。

香港港长期以来是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内地城市之间主要

货物的转口枢纽，港口业务有很大比重是服务转口货物。改

革开放以来，港澳和珠三角地区依托各自的窗口优势和成本

表 1  基于货流方向的港口功能分类表

图示 判断指标 货流方向 服务倾向

FDO ＜ 1 且 FDD ≥ 1 国内—国外 出口

FDO ＜ 1 且 FDD ＜ 1 国内—国内 内贸

FDO ≥ 1 且 FDO ＜ 1 国外—国内 进口

FDO ≥ 1 且 FDD ≥ 1

且 FDO ≥ FDD

国外—国外 进口

FDO ≥ 1 且 FDD ≥ 1

且 FDO ＜ FDD

国外—国外 出口
图 5  香港港 2017—2022 年内外贸服务倾向

图 6  深圳港 2017—2022 年内外贸服务倾向

图 7  广州港 2017—2022 年内外贸服务倾向

优势，逐步形成了“前店后厂”的跨地域专业化分工模式 [7,34]。

在这一模式中，香港港凭借其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和优越的临

海地理位置，成为区域发展的龙头，承担了内地一半以上的

出口集装箱量，使其集装箱吞吐量占珠三角总量的 95% 以上。

1978—2004 年间，香港港的集装箱吞吐量长期位居全球前二。

然而，随着离岸贸易形式的发展，一部分商品开始直接从产

地运往消费地，而不再经过香港转运，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香港港作为转运口岸的职能。此外，深圳港和广州港凭借

其接近内陆腹地、交通网络发达等优势，逐步削弱了香港港

的中转作用。这一现象反映出大湾区城市之间港口功能的重

叠与相互竞争。

5  影响因素分析

5.1  区位条件
区域条件主要涵盖港口所在城市的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

的建设 [25]。城市经济活动的增长通常会刺激贸易，从而产生

对港口货运服务的需求。例如：2000 年左右，广州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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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港因为泥沙淤积问题变成河口港，不再适宜远洋运输，

广州港约一半的集装箱需要通过驳船运往香港中转。2000
年广州发布《广州城市建设总体战略概念规划纲要》提出建

设南沙深水港，截至 2022 年，南沙港集装箱、汽车、石化、

粮食通用码头相继建成。自 2015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以来，广东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国内交汇点，更加积极推动港口建设。广东省发展“组合

港和新航线”，构建了一个以广州港和深圳港为核心的干—

支线运输网络，连接东莞、虎门等内河港口，极大增强了其

对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综合服务能力。相比之下，香港的港口

扩展受到地形特征、环境保护政策和城市规划等因素的制约，

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香港的码头投资额

也显著下降。广州和深圳由于地理位置更靠近内地市场，能

够更有效地吸引内地经济活动，从而推动自身港口的发展与

投资。

交通网络建设会降低物流成本，使一部分货物转移到远

离市中心、费用更低的港口。随着内陆城市交通网络的不断

完善，广州、深圳与国家干线铁路相连，港珠澳大桥和深中

通道的开通有效提升了这两个城市港口的海铁联运能力。同

时，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等城市开展的驳船业务，促进

了珠江驳船网络的发展，增强了广州港和深圳港的枢纽功能。

深圳位于香港与广州之间，地处珠江出海口，拥有发达的铁

路和水路网络，形成了高效的集疏运体系，这使得深圳与大

湾区其他港口的连接更加便捷频繁，成为连接区域内其他港

口航次最多的枢纽。王琪等衡量了大湾区航运网络港口节点

的接近中心性，同样发现深圳已超越香港成为区域中心性的

首位城市 [23]。相对而言，香港港主要依赖陆路集疏运，与腹

地贸易货物的产地距离较远，失去了在物流成本和时间上的

优势。

5.2  政策和制度
不同时期的贸易和金融制度以及政府管理模式影响港口

功能定位，进而引起城市经济活动的演变。表 2 综合现有文
献 [35-36] 列举了秦代至今大湾区港口体系结构和主要成因。广

州港历史上曾是中国南部枢纽，其发展自鸦片战争后受到经

济封锁的限制，逐渐让位于香港港。而香港港凭借优惠的

税收政策、灵活的货币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迅速崛起

为国际航运中心以及中国和亚洲的主要转运口岸。改革开放

后，广东施行“三来一补”政策吸引大量制造业集聚，而香

港由于环境污染和土地资源限制，一部分制造业又外迁到临

近的深圳和东莞，推动了内地城市港口设施的建设 [33]。特别

是 2000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 2002 年实施的《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不少码头企业开始把投资重心转向内地

港口。例如：1978 年起，总部位于香港的招商局集团提出

在毗邻香港的深圳蛇口建立工业区的战略构想，旨在依托内

地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并提出“港口

注：作者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 GS(2016)2893 号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 8  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香港港、深圳港和广州港之间的航次（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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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蛇口和整个深圳特区的生命线”的核心定位 [37]。1993 年，

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现属长江和记实业集团）与深圳市

政府合资组建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标志着深圳东

部港区规模化建设的启动 [38]。在这一过程中，深圳港成为区

域内发展速度最快的港口，到 2013 年吞吐量已超过香港港。

大湾区已形成香港、深圳和广州 3 个门户枢纽港。港口群区

域内出现了同质化竞争、市场空间重叠、公共资源重复配置

等问题。

我国交通运输部于 2011 年要求全国 18 个拥有港口资源
的省份借鉴浙江经验，组建省级港口集团以整合港口资源 [39]。

然而，这一实践在粤港地区面临跨境治理的挑战。深圳港发

展迅速且潜力巨大，近年来外贸服务占比显著，广州港则主

要以内贸运输为主，因而将深圳港整合入广州港并不合适。

2017 年 6 月，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以广州港集团和

深圳港集团为主体，分区域整合省内 14 个港口资源 [40]。在

珠江西岸，广州港牵头与珠海、佛山、中山和东莞签订框架

协议，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珠江东岸由深圳港主导，然

而，深圳西侧的蛇口、赤湾和妈湾港由招商局经营，盐田港

则由深圳市政府、香港和记黄埔以及香港现代货柜码头控股。

这一结构涉及央企、国企和港资等多方资本，导致港口整合

未见成效。

鉴于粤港澳三地为平行主体，政府事权有限，广东省提

出的“双龙头”港口整合方案未涵盖香港港，也未充分考虑

广东省港口与香港港的错位发展潜力。

5.3  企业特性
港口的建设和功能强化能够改善区位条件，吸引相关企

业集聚，推动临港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增强城市经济

活力 [5]。相反，企业的分散或外迁则可能反映出港城关系的

变化，或是产业转型导致的空间再配置。笔者绘制了 2000年、

2010 年和 2020 年广东省各城市不同海事行业的企业空间分

布热力图，以企业的集中与分散特征来探讨港口功能变化以

及港城关系演化的潜在原因。

图 9 显示，5 类海事企业在 2000 年主要分布在珠江河

口地区，之后 20 年逐渐向珠江上游内陆城市展开。港口设

施类企业在 2000 年集中在珠江口湾区城市、湛江和汕头，

到 2010 年已向珠江内河沿岸以及粤西地区外迁，广州和深

圳的注册企业占总体比重趋于平衡；到 2020 年，各个城市

的港口企业进一步增长，深圳的增长趋势明显，且注册企业

占区域总额的比重超过广州。

海上运输类企业在 2000 年超过半数集中在香港，仅有

少数分布在广州、深圳、珠海和湛江。到 2010 年，广州和

深圳的海上运输企业显著增加。2020 年海上运输类企业仍
集中在广州、深圳、珠海和香港，佛山的注册企业占区域总

额的比重超过湛江。船舶代理企业主要为海上运输企业提供

辅助服务，因此发展路径与海上运输业类似，早期主要集中

在香港、广州、深圳、湛江和汕头，到 2020 年逐渐铺开至
东莞形成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分布特征。

各城市 2000—2020 年间货运代理企业的增速最明显，

研究期末的货运代理企业总量远超其他行业。2010 年前，货

运代理企业主要集中香港、广州和深圳。到 2020 年，深圳

的货运代理企业数量超过广州成为地区核心，这表明深圳港

在外贸服务的提升与企业集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区域

内新的经济增长点。

修造船是劳动密集且高污染行业。2008年广州市政府制
定了《关于推进市区产业“退二进三”工作的意见》，鼓励

第二产业（工业）从市区退出，合理利用腾出来的厂房，发

展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并计划在 2010—2015 年分批
关停或搬迁市区高污染企业 [41]。因此修造船企业在 2010—
2020 年逐渐由核心城市向偏远地区转移。例如，广船国际

有限公司（原广州造船厂）自 2017 起由广州荔湾区逐步转
移到南沙。

表 2  大湾区港口体系历史格局

时间 主要港口 政策和制度

秦代至鸦片战争前（公元前221年—1840年） 广州港（单核） 唐代全国第一港、明清时期全国唯一进出口岸

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40 年—

1949 年）

广州港、香港港（双核协同） 经济封锁限制广州港发展，香港被英殖民开放为自由港，享受制度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1949 年—

1978 年）

广州港、香港港（双核独立） 外国对华禁运政策使广州港只能联系沿海港口，香港服务本地进出口贸易，加

深海外市场联系

改革开放至 21 世纪（1978 年—2000 年） 香港港（单核） 在国家批准上海、大连和青岛开放口岸之前，香港集聚腹地城市所有远洋航线

和过半内地中转货物。广东省与香港合作发展的一套“前店后厂”商业模式，

广东施行“三来一补”政策吸引外资和港资

21 世纪至今（2000 年—2025 年） 香港港、深圳港和广州港（三核

协同）

2017 年《交通运输部关于学习借鉴浙江经验推进区域港口一体化改革的通知》

推动全国省级港口整合。粤港两地涉及跨境政策主体和制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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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港口体系的理论模型通常是基于特定时期、发展环境和

背景条件而形成的。本文选择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发展环境复

杂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的最新发展现象和机制，

从枢纽港的发展变化出发，探讨区域港口体系的演变规律。

结合船舶轨迹数据，本文首先量化了 2017—2022 年大湾区
港口间的船舶流量和流向，识别了主要港口在国际以及区域

航线网络中的相对地位。大湾区港口体系的格局不断变化，

其中广州港、香港港和深圳港在不同时期交替成为区域枢纽。

到 2022 年，深圳港与国际和区域内其他港口的连接超过香

港港，成为区域的核心。

大湾区的港口功能格局和港城关系受到区位、交通条件、

政策制度和企业集聚的共同影响。首先，交通网络的完善显

著减少了物流运输的时间和成本，增强了广州和深圳的辐射

能力，使这两地港口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腹地城市。这一变化

推动深圳港成为港口群的连接中心。其次，不同时期的政策

制度使大湾区的门户港口不断更替，但近 10 年的港口整合
政策在大湾区推进不畅。政策制定者需考虑该地区涉及国企、

民企和港资等多种主体，确保各方利益的平衡。从企业集聚

注：作者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 GS(2016)2893 号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 9  广东省海事企业空间分布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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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看，2000—2020 年间，海事企业逐渐由珠江河口

和沿海地区向内地城市扩展。港口功能的分化吸引特定行业

的企业集聚，形成城市产业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各城市能够

在不同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实现错位发展，形成协同效

应，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整体提升。

在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的特殊制度环境下，内地

城市与港澳城市的管理体制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通过政策

协调海事产业的发展变得困难。有趣的是，在这一地区，港

口之间的功能演化几乎没有受到政策的引导，主要是在市场

机制下进行自我调节。这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港口整合模式存

在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港口系统在演化过程中

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表明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

运作。该发现对拥有复杂管理体制的港口群建设具有理论意

义。而下一步是否应该通过建立区域协同机制来促进粤港澳

大湾区之间的港口协作，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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